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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与菲律宾 , 在地理上靠得比较近 , 从厦门到马尼拉的距离大约是 675海里。 来往
于两地之间的帆船 , 直接受到澎湖沟海流的影响 , 每当航经澎湖时 , “其海水号澎湖沟 , 其
水分东西流 ,一过此沟 ,水即东流达于吕宋 ,吕宋回日过此沟 ,水即西流达于泉漳。”①因此 ,
在帆船时代 , 从福建港口到马尼拉的航程 , 大约仅需要 10～ 15天。地理上的邻近与航行上
的方便 , 使福建与菲律宾在历史与文化上都有过密切的联系 , 福建的文化传统在早期的菲
律宾得到广泛的传播 , 每当人们谈到菲律宾的历史、 风俗、 传统和美德时 , 都必然会与福
建人的广泛影响联系起来 ,这些影响如今仍可从菲律宾人的生活中得到证实。②本文拟从贸
易、 移民的角度 , 对中华文化在菲律宾的传播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
我国与菲律宾的文化接触 ,据说早在公元前 3000年就已开始 , 当时的新石器文化从中
国南部直接传到菲律宾沿海 , 菲律宾史前祖先使用的圆形或椭圆形石斧就是在这个时期引
进的。菲律宾著名的考古学家拜也教授 ( H. Ot ley Beyer) 是持这种观点的权威 , 他认为 ,
公元前 1750年之前使用的脊状石斧和公元前 1500年使用的梯形石斧都是从中国南部传进
来的。 后来他从菲律宾的考古研究中又发现 , 可能有一个早期的移民浪潮从福建 (或者是
中国中部沿海的其他地区 ) 经过巴塔内斯—— 巴布延群岛进入菲律宾北部 , 并分散到菲律
宾东部 , 远至西里伯群岛。他提出: “这次移民是由所谓的 ` 葬民’ ( Jar-Burial People)发
起的 , 他们大约从公元 3世纪至 8世纪似乎已经沿着东部沿海向南分布 , 这就是菲律宾人
所说的 `原始铁器时期’ ( Protohistoric Iron-Age)。这次移民的出现起源于福建省 ,它作为
中国人南移的一部分而进入群岛 ,时间主要是发生在隋朝和唐初。”③有趣的是 ,这种用大
埋葬死人的习俗 , 在菲律宾的巴布延、 巴塔内斯群岛、 吕宋北部、 塔亚巴斯南部、 索索贡、
萨马 (三描 )、 民都洛东部、 卡拉棉和巴拉望的早期居民中都普遍存在。④
尽管菲律宾考古学家把中菲文化接触的时间推到那么早 , 但是 , 我国史籍有关福建与
菲律宾交往的最初记载却是在南宋宝庆元年 ( 1225年 ) ,当时任福建路市舶提举的赵汝适在
其撰写的 《诸蕃志》 一书中 , 把菲律宾的民都洛岛称为 “麻逸国” , 把卡拉棉、 巴拉望、 布
桑加岛称为 “三屿” , 并分别叙述了福建海商到那里贸易的情况。⑤到元代至正九年 ( 1349
年 ) , 江西南昌人汪大渊在其著作 《岛夷志略》 中记载了三岛土著附舶至泉州贸易的情况 ,
他写道: “男子尝附舶至泉州经纪 , 罄其资囊 , 以文其身。既归其国 , 则国人以尊长之礼待
之 , 延之上望 ,虽父老亦不得与争焉。习俗以其至唐 ,故贵之也。”⑥这种贸易往来一直至 15
世纪中叶 , 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菲律宾之前仍在继续。据一位在 1521年跟随麦哲伦到达菲律
宾的幸存者安东尼奥·皮加费特拉 ( Antonio Pigafetla )说 , 每年大约有六至八艘中国船到
达民都洛 , 在一些菲律宾头人的家里也看到瓷器和丝绸 , 多数可能是来自中国。⑦马尼拉首
任总督利牙实比 ( Miguel Lopez de Legazpi )在 1567年 7月 23日从宿雾致信西王腓立普亦
谈到: “在我们住地的北部 , 也许是西北部 , 离不了多远 , 有一些大岛屿 , 称为吕宋和民都
洛。中国人和日本人每年都到那里贸易 , 他们带来的货物是丝绸、 织物、钟、瓷器、香、锡、
印花棉布和其他小东西 , 载运回去的是黄金和蜡。 这两个岛上的人是摩尔人 (摩尔人是伊
斯兰部落 , 他们来自南方 , 其要塞在民都洛和苏禄群岛 ) , 他们把中国人和日本人带来的货
物购买下来 , 然后转运到群岛各地贩卖。”⑧
然而 , 当时这种贸易仅是维持在零星、 小规模的范围内进行 , 只有到了 1571年 5月 ,
西班牙殖民者占领马尼拉之后才得以迅速、 大规模地发展起来。 促使如此迅速发展的主要
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西班牙殖民者刚占领马尼拉后不久 , 即发现菲律宾本地资源缺
乏 , 与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距离遥远 , 既无胡椒 , 又无香料 , 人口稀少 , 无法开矿或种植 ,
根本供应不了西班牙殖民者的基本生活需要。 利牙实比对他发现的这块殖民地的工业前景
感到很不满意 , 马尼拉第三任总督桑德 ( Francisco de Sande) 甚至称这块土地 “贫瘠到一
个人都必须靠施舍过日子”。而利牙实比的商船船长卡里翁 ( Juan Pablo Carrion) 却认为:
“在这些岛上不可能有任何利益可想 ,除了有可能打开与中国或其他岛屿的贸易联系。”⑨他
在民都洛外海营救了一艘沉没的中国帆船的水手 , 并把他们送到安全地点 , 这些水手回到
中国后 , 宣扬了西班牙人的好处 , 使一些急于寻求贸易机会的中国商人来到菲律宾。 他们
载运来的生丝、 瓷器不仅使中国与马尼拉贸易迈出了稳步发展的第一步 , 而且打下了墨西
哥大帆船贸易的坚实基础 , 为几个殖民地国家确立了经济生活道路。奥古斯都历史学家朱
尼加 ( Padre Zunig a)曾评论过: “在 1572年初 , 这些被西班牙人从民都洛海难中营救出来
的中国人 , 带着大量的珍贵商品来到这里 , 随来的还有不少中国人 , 由此建立了一种赢利
贸易的基础。”10西班牙殖民者就这样把希望寄托在与中国的贸易上 , 藉此维持他们在菲律
宾的殖民统治。他们开辟了从马尼拉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 , 把墨西哥银
元载运来交换中国的货物 ; 他们采取各种笼络手段 , 积极鼓励中国商船到马尼拉贸易。马
尼拉第二任总督拉未沙礼示 ( Guido de Laveza res)在 1574年 7月 17日致西王的信中就谈
到: “尽管中国沿海大批海盗出没将使贸易造成损失 ,但我们还是欢迎越来越多的福建商船
到马尼拉贸易。”1
另一方面是明朝政府在嘉靖倭患基本平定的前提下 , 于隆庆元年 ( 1567) 在福建漳州
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 , 准许私人申请文引出海贸易。 当时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 , 由于商
品经济的发展 , 白银使用已相当普遍 , 出现了银价上涨的趋势。与同时期的外国银价相比 ,
显然高出相当多 , 就以 1560年来说 , 欧洲的金银比价是 1∶ 11, 墨西哥是 1∶ 13, 而中国
仅为 1∶ 4。这就是说 , 把当时的墨西哥银元运到中国来 , 马上可提价 3倍 , 即比在西班牙
或墨西哥多购买 3倍的货物。12正因为利薮所在 , 故福建海外贸易商为墨西哥银元所引诱 ,
迫不及待地涌向马尼拉。当时的福建巡抚徐学聚就说过: “我贩吕宋 , 直以有佛郎机银钱之
故。”13闽人何乔远也指出: “度闽海而南 , 有吕宋国……多产金银 , 行银如中国行钱。西洋
诸国金银皆转载于此以通商 ,故闽人多贾吕宋焉。”14即使是西班牙殖民者本身 ,亦很清楚这
一点 , 桑德在 1576年 6月 7日曾致信教皇陛下说: “我只是相信 , 中国人对我们的贸易感
兴趣 , 主要是因为墨西哥银元和当地的黄金。”15福建海外贸易商就是利用两地之间的白银
差价来赚取巨额利润 , 他们即使把载运出去的货物卖得相当便宜 , 换回来的银元仍然是有
利可图 , 如李廷机所说: “所通乃吕宋诸番 , 每以贱恶什物 , 贸其银钱 , 满载而归 , 往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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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16
当时到菲律宾贸易的福建帆船 ,绝大多数是从厦门出航 , 根据在 1596- 1598年任马尼
拉总督的摩加 ( Antonio de M orga) 描述: “他们虽然没有一起来 , 但是组成商船队或战船
队。他们一般在新历三月乘着季候风和晴朗天气成群结队地到来 , 到马尼拉的航程是 15或
20天 , 售卖他们的货物 , 为了不使回程遇到危险 , 他们在五月底或六月初季候风改变前返
航。”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长约翰· 萨雷斯 ( John Saris) 亦写道: “开往马尼拉的帆船成群
地从厦门出发 , 有时是 4艘、 5艘、 10艘或更多在一起航行 , 好象是事先约好似的。”17
(二 )
当时随船到菲律宾贸易的福建海商 , 也大多数是厦门附近的闽南人 , 他们在菲律宾被
称为 “ Sangley” 或 “厦郎”。“ Sangley” 一词是厦门方言 “生理” 的音译 , 意思是 “贸易”18 ,
这是以他们的身份来命名 ;而 “厦郎”一词则是说他们来自厦门 ,是以他们的籍贯来命名。19
有人曾对他们的人数作过如下估计: 自 1571年福建与马尼拉之间帆船贸易开始后的 30年
里 , 大约有 630艘帆船从福建港口航行到马尼拉 , 每一艘船载运的人数约 300人 , 包括水
手、 商人、 观光者与乘客等 , 因此 , 在这 30年里大约有 19～ 20万人随贸易帆船到达菲律
宾。当然 , 其中绝大多数在 4个月后的下一次季风期即返航中国 , 但是也有不少人留了下
来。20这些留下来的商人 , 有的是因错过季候风 , 在那里 “压冬” ; 有的是因经营不善破产不
能归 , 而不得不留在那里成为华侨。如顾炎武所说: “是时漳泉民贩吕宋者 , 或折关破产及
犯压各境不得归 , 流寓土夷 , 筑庐舍 , 操 贾杂作为生活 , 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 , 人口以
数万计。”21有关这些留下来的华人人数估计 , 我们可以西班牙殖民者征收的贡税额为准。
1611年 , 西班牙殖民者要求居住在菲律宾的非基督教华人 , 每人每年必须缴付 64里亚尔
(或 8比索 ) 的贡税 , 如贫穷者可以免缴。 在 1615年 , 西班牙殖民者共征收贡税 53832比
索 ; 在 1635年 , 共征收 116916比索。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 , 这 20年居住在菲律宾的华人
人数已增加了一倍多 , 仅 1635年就有 14614名华人缴税 ,这些还没有包括免税者和偷漏税
者。 故蒙法尔科 ( Grau y M onfalcon) 在 1636年声称 , 居住在菲律宾的华人总数是 3万
人。2
这些早期移居菲律宾的华人几乎都是来自厦门和泉州一带的福建人 , 广州人很少 , 他
们要到 1800年以后才有一小部分经澳门来到菲律宾 , 他们搭乘的是欧洲船 , 在马尼拉被称
为 “澳门人” ( macao s)23。为了了解这些福建人的地缘和族缘 , 我们不妨看看近代菲律宾政
府对马尼拉、 卡加延、 怡朗和宿雾 4个省的华人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 这 4个省的华人有
80%以上是来自闽南 4个县: 晋江、 同安、 南安和龙溪 , 余者少数是来自安溪县、 惠安县、
海澄县、 兴化府、 厦门厅和枫亭司。其中人数最多 (超过 50% ) 的是晋江 (包括泉州市 ) ,
接下去是同安、龙溪 (包括漳州市 )和南安。如按姓氏来说 , 在人数上占优势的有 12个姓:
陈、 黄、 施、 林、 蔡、 王、 李、 吴、 许、 杨、 叶和郭 , 这些姓占了华人人口总数的 2 /3; 其
中仅陈姓一姓就占了 10%以上。占抽样人数一半的 7个姓陈、施、 蔡、 王、 李、 许和吴 , 都
是来自晋江县。24
上述事例说明 , 早期移居菲律宾的闽南人 , 主要是对贸易感兴趣 , 他们不是传播什么
新思想 , 也不想改变当地人的生活习惯。25在与当地人的广泛接触中 , 他们很自然地把中华
文化传播到菲律宾 , 影响到菲律宾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先从衣着服饰说起 , 早期他加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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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的宽松衣服、 摩洛妇女穿的带袖衬衫和宽松裤子 , 显然都是受闽南人的影响。 在古代的
比萨扬群岛和摩洛人中 ,对衣服的颜色限制也跟闽南人一样 ,黄色仅限于富人和贵族穿 ,平
民穿兰色 , 葬礼时穿白色 , 直至西班牙人征服后 , 才以黑色为丧服。26
在饮食方面 , 据说面包和烤面包技术是由闽南人引进菲律宾的 , 在菲律宾语中有关面
包一类的词汇 (如 tinapay或 cognates th ereof )都是源自于福建方言。萨拉查 ( Salazar)主
教在 1590年曾提到 , 华人面包师以从中国载运来的面粉制作面包 , 因为当时菲律宾很少种
植小麦。27有些闽南风味的小吃 , 如面线 ( misua )、 润饼 ( lumpia )、 烧包 ( siopao )、 薄饼
( hopia) 等等 , 都是由闽南人传到菲律宾 , 深受菲律宾人的喜爱。时至今日 , 在菲律宾许多
城市或城镇里 , 还有不少饭馆和小吃店是由华人掌管 , 如 50年代时髦的马尼拉宾馆的 “月
亮门” ( Moon Ga te) 和 “扇子门” ( Fan Ga te) , 新建的菲律宾宾馆的 “金莲花” ( Golden
Lo tus) , 望海宾馆的 “望海楼” ( Bay View House)和许多马尼拉的其他宾馆 , 都是由华人
在操作。在碧瑶、 宿雾、 伊洛伊洛 (怡朗 )、 达澳 (纳卯 )、 纳加、 三宝颜、 卡加延等地 , 也
有许多类似的由华人掌管的小吃店。28
在语言方面 , 福建方言对菲律宾国语—— 他加禄语的影响亦比较大。据菲律宾大学语
言学家曼纽尔教授 ( E. Arsenio Manuel) 说 , 在标准的他加禄语常用词汇中 , 大约有 2%
是源自于闽南方言。他在 《他加禄语中的汉语成份》 一书中列举了来源于汉语的他加禄词
汇 381个 , 不包括异体字、 派生词和复合词 , 其中有关食物和烹饪的占 20% , 如 米
( hibe)、米粉 (bihon)、 牛肚 ( go to)、茶 ( t sa)、 芋 ( ukoy )等等 ; 有关行为的占 16. 3% ,
如宽松 ( law law )、 秘结 ( pikit )、 啄啄 ( tuk tok) 等等 ; 有关抽象思想或术语的占 10% , 如
柔软 ( lupaypay)、 不散 ( pusyaw )、 仇敌 ( suwi tik)、 同意 ( tangi )、 妓女 ( ki ri ) 等等 ; 有
关铁匠术语的占 9. 2% , 如锁匙 ( susi )、 钳子 ( tioni )、 金条 ( ginto )、 挂钩 ( pakaw )、 铜
线 ( tanso ) 等等 ; 有关家属关系术语的占 6% , 如祖父 ( ingkong )、 祖母 ( impo )、 姐姐
(a te)、 二哥 ( diko)、 三哥 ( sangko)、 姑爷 ( kuya ) 等等 ; 其余是有关农业、 器械、 工具、
商业、 工业和娱乐等方面的术语。29
在陶瓷使用方面 , 早在西班牙殖民者占领马尼拉之前 , 福建海商就把大量的陶瓷运到
菲律宾出售。 这些陶瓷多数是实用的生活用品 , 如盘、 碗、 碟、 茶壶之类 , 很少有类似瓷
佛像、花瓶等装饰用的陈列品。30据记载 , 在 1570年 5月 8日 ,一些西班牙殖民者在从帕奈
到马尼拉途中 , 经过民都洛岛时 , 发现那里有两艘中国船 , 即派索尔西多 ( Salcedo) 前往
侦察 , 并掠夺了船上的货物。后来索尔西多描述说: “两艘船的甲板上都堆满陶坛和瓷器 ,
有大的瓷盆、盘和碗 ,还有一些细瓷坛。”31由于这些陶瓷广泛地分布于菲律宾各地 ,对菲律
宾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 故拜也教授把西班牙占领前的菲律宾历史分为 “前瓷器时
期” (公元 300- 850年 ) 和 “瓷器时期” ( 9- 16世纪 )。32这些陶瓷在菲律宾普遍被人们用
来作为衡量财富、社会地位和夸耀的本钱 ,据说在三宝颜半岛的苏巴农斯人 ( Subanuns)和
阿布拉的延吉安斯人 ( Tinguians) 更是如此 , 有些想提高社会地位和影响的家庭就想方设
法攫取和增加自己的陶瓷收藏 , 特别是大坛 , 平时被放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 , 以让来访者
观看 , 庆典时习惯于用来装葡萄酒喝 , 也可作为传家宝传给下一代。这些陶瓷还可用来作
为结婚时的聘礼 , 特别在苏巴农斯人和廷吉安斯人之中 , 求婚时 , 未来的女婿家必须拥有
各种各样的陶瓷 , 因此双方经常因聘礼的数量与价值争论不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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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在菲律宾的传播远不止这些方面 , 还包括农业、 印刷、 雕刻艺术和建筑等方
面。移居菲律宾的闽南人 , 有部分从事农田耕种 , 他们把蔬菜种植和水果栽培等技术引进
到菲律宾 ,成功地种植出许多在菲律宾似乎是不能生长的西班牙和墨西哥蔬菜和水果。34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引进水牛犁田技术 , 当时的福建帆船在载运贸易品的同时 , 也把水牛载运
到菲律宾作为犁田之用。据说在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 , 菲律宾人也有家养水牛 , 但不是
用来犁田 ,而是作为一个人地位显赫的象征 ,当地的酋长通常拥有一头水牛作为骑乘之用 ,
而不是犁田。 故菲律宾史学家把这种技术的传入称作是闽南人 “对菲律宾文化的一种技术
贡献”35。
在印刷术方面 , 一位名叫杨康 ( Keng Yong ) 的闽南人于 1593年在马尼拉出版了第一
本书籍 《基督教义》 ( Doct rina Christiana) , 这比被誉为 “菲律宾印刷宗匠” 的首位著名菲
律宾印刷匠托马斯·彬彬 ( Tomas Pinpin) 早 17年 , 比美国人出版的第一本书 《赞美诗》
( Bay Psalm) 早 47年。36另一位教名叫胡安·德·维拉 ( Juan de V era )的闽南人与神父桑
· 乔斯 ( Francisco Blancas de San Jose)合作 , 于 1602年在菲律宾建立了第一个活版印刷
厂 , 这架印刷机后来被转移到内湖的皮拉、 巴丹的奥拉尼等地 , 最后被安置在圣·托马斯
大学 , 至今还保存在那里。这架活版印刷机的使用比第一个英国移民在美国的使用早 5年。37
在雕刻艺术方面 , 早期菲律宾教堂里的一些偶像 , 如少年耶稣、 圣母玛利亚、 圣徒和
使徒等 , 以及在奎松城圣多明各教堂的神圣玫瑰花 , 都是由闽南人雕刻 , 圣·托马斯大学
艺术与科学博物馆馆长班塔格博士 ( Jose P. Bantug )曾鉴别说 , 从偶像具有中国人的鼻子
和杏眼 , 则可察觉到是由中国艺人制作的。38这些雕刻艺术渐渐为菲律宾艺术所吸收 , 在马
尼拉的圣·奥古斯丁教堂就出现了中菲艺人合作的作品 , 在一幅高大的浮雕上 , 你可以看
到一些圣徒被活埋和一些殉教者被杀的场面 , 这些人都是欧洲人 , 但作为背景的云彩却是
中国的云彩。 你还可以看到 , 有一些圣母或圣徒的雕像具有中国人的面孔 , 而穿着欧洲人
的衣服 , 这就是福建雕刻文化与菲律宾艺术融合的结果。39
在建筑方面 , 菲律宾现存的许多石头建筑 , 如教堂、 修道院、 桥梁、 旧城墙和医院等
等 , 都是出自闽南人工匠之手 ,富有中国建筑的特征。例如古老的埃斯帕纳 ( Fuente de Es-
pana)石头大厦 , 有一个地方就刻有中国建筑者的名字。建造这些建筑所用的砖、 瓦、 石灰
都是由华人亲手制作 , 据萨拉查主教说 , 华人利用菲律宾沿海找到的白珊瑚和牡蛎壳制造
一种优质的石灰。菲律宾内湖的帕桑汉是 1668年之前由闽南人移民建造起来的一座风景如
画的城镇 , 这里最吸引旅游观光客的是帕桑汉入口处雄伟的拱道 , 在拱道的顶端有两只在
打斗的中国石狮 , 似乎是在保卫这座城镇和使其华人祖先与华人纪念碑不受岁月和人为的
袭击。 每年来观看这座美丽城镇和举世闻名的帕桑汉瀑布的各地游客络绎不绝 , 他们将永
远记住闽南人移民留给菲律宾人民的这些中国石狮。40在苏禄群岛一些古老的清真寺 ,例如
图比格· 因当干 ( Tubig Indangan)、 锡穆努尔岛 ( Simunul island)上的清真寺一些柱子的
设计 , 明显都留下华人建造的痕迹 , 在邓贡 ( Dungon)、 塔威塔威 ( Tawi Tawi ) 旧首府的
苏丹住宅 , 有的也是由闽南人建筑师建造。41
综上所述 , 早期因贸易关系移居菲律宾的闽南人 , 多数是些商人和手工业者 , 他们传
播到菲律宾的中华文化主要是生活和经济方面 , 而较少涉及到文学和艺术方面。 菲律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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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阿利珀 ( Eufronio M. Alip) 在 《菲律宾政治文化史》 一书中就写道: “遗憾的是 , 在
与中国交往的巨大财富中 , 菲律宾对中国的哲学、 文学和艺术懂得很少 , 原因是和我们接
触的主要是厦门人 , 他们的主要兴趣是经济。”42蔡德博士 ( Grego rio F. Zaide)在评论华人
对早期菲律宾文化的贡献时也说道: “华人对古代菲律宾文化的影响 ,在本质上是经济多于
知识或社会。”43这种现象说明 ,中华文化在菲律宾的传播是闽南人长期移居菲律宾的结果。
闽南人在移居的过程中 , 很自然地把家乡的风俗习惯、 劳动技能带到菲律宾 , 通过自己坚
韧不拔的辛勤劳动 , 为早期菲律宾的开发与繁荣作出了贡献。一位当时的目击者胡安·科
博神父 ( Father Juan Cobo ) 曾公正地说过: “来这里贸易的是商人、 海员、 渔民 , 他们大
多数是劳动者 ,如果这个岛上没有华人 ,马尼拉将很悲惨 , 因为华人为我们的利益工作 ,他
们用石头为我们建造房子 ,他们勤劳、坚强 ,在我们之中建起了最高的楼房。”4一些在西班
牙统治的最初 200年里访问过菲律宾的外国人 , 也证实了这种情况。 1765年 , 一位名叫利
· 金特尔 ( Le Genti l) 的法国人评论说: “这些岛屿面临着这种情况 , 如果没有华人就不能
生存。”另一位法国人马拉特 ( Malla t)亦说道: “许多人相信 ,华人对马尼拉是必不可少的 ,
如果没有华人 , 马尼拉将一事无成。”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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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和发展 , 先民乘槎浮海出洋谋生 , 乃至移居海外的
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 一般认为 , 泉州的海外移民 (亦即
华侨 ) 肇始于唐至五代 , 而自宋以还 , 泉州华侨的出现则
已日益成为普遍的现象。有关泉州人在海外活动的情况 ,历
代文献虽有或多或少的记载 , 但显然是挂一漏万 , 远未能
充分反映泉州华侨的全貌。 而民间谱牒以其具体记录出洋
族人的特有资料 , 则可在相当程度上 , 弥补一般史籍文献
之不足。 虽然由于年代久远 , 早期的谱书资料继承下来无
多 , 特别是早年 (明代以前 ) 族人出洋的资料几乎无可寻
觅 ; 但至明代的出洋资料 , 尚可找到部分可谓珍贵的原始
记录。本文即拟就所见的谱载出洋资料 , 对明代泉州华侨
移居东南亚的情况 , 略作出分析探讨。
在我们经眼的泉州侨乡 200余部族谱中 ,有 16部族谱
记载明代移居东南亚的华侨史料。其中出洋时间最早的是
成化年间 (或许更早 ) , 出洋地点主要集中在吕宋 , 以及爪
哇、 暹罗等地 ; 大部分族谱仅有 1、 2人或 3、 5人出洋 , 个
别谱也有 20几、 30多人 , 统计出洋总数达 110人。当然 ,
这些数字只是泉州谱牒中的一小部分 , 可能还有更多更珍
贵的资料未曾发掘 ; 而且 , 由于谱书体裁的局限 , 所记出
洋族人情况的文字也不多。 但从总的说 , 我们仍可从中窥见明代中后期泉州华侨旅居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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